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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作繁荣是指员工在工作中的活力和学习，是员工创造力的重要前因变量。为研究挑战-阻碍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对375份问卷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和Bootstrap分析，发现：（1）挑战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小于阻碍性压力的负向影响；（2）内部动机完全中介挑战性和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3）组织支持感可促进内部动机对企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从而促进挑战性压力通过内部动机对工作旺盛的正向影响，而阻碍性压力负向影响不受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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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hallenge-hindrance stressors on thriving at work and the roles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the process, valid data of 375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ed by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process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1) Challenge stressor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riving at work, while hindrance stressor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riving at work. But the former effect is weaker than the later one. (2) Intrinsic motivation acts as complete mediator not only between challenge stressors and thriving at work, but also between hindrance stressors and thriving at work. (3)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cts as moderator betwee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thriving at work. (4)The indirect effect of challenge stressors on thriving at work via intrinsic motivation was significant stronger wh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was high. That is, for employees with higher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challenge stressors have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on thriving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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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和社会变化加速，企业需要其在工作中保持活力并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理念，以实现持续发展。科技人员是企业创新的主力军，其活力与成长决定着组织的创新与发展水平。活力与成长即工作繁荣（thriving at work，或译作“工作旺盛感”）。

工作繁荣是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概念，包括活力与学习两个维度。活力维度考察员工是否在工作中感觉到充满能量与热情，学习维度则考察其是否体验到由掌握知识或技能带来的自信感 [1-3]。与工作投入相比，除活力外，工作繁荣更强调员工的学习和成长体验。研究证实，高工作旺盛者感到朝气蓬勃、不断成长，且工作中创新水平更高[4-5]。因此提升企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繁荣对提升其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工作繁荣的个人成长整合模型认为，信息共享等组织因子能够促进员工的归属感、自治感和胜任感，而提升其工作繁荣[6]，最终提高其工作投入、工作绩效和创造力[4-9]。以往研究关注的工作繁荣影响变量，多为工作资源、服务型领导和核心自我评价等资源因子[10-16]。但工作要求-资源（JD-R）模型指出，员工心理与行为同时也受工作要求类变量影响，如工作负荷等需要个体持续付出生理或心理成本的工作因子[17-20]。这类变量即个体工作压力源，现有研究较少考察其对工作繁荣的影响。

现实组织管理中，人们普遍信奉“有压力才有动力”、“在压力下求发展”。但元分析发现，挑战性压力对个体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而阻碍性压力则产生负向影响 [21]。研究证实，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敬业度，而阻碍性压力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2-25]。然而，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机制如何？这种影响在不同文化氛围的组织中是否有所不同？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其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不明确。

本研究将考察挑战性-阻断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的效应，并依据自我决定理论探讨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考察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研究两类工作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的影响，不仅能验证和拓展工作中个人成长整合模型，也能进一步了解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对个体工作繁荣的影响，对组织提升科技人员活力和学习水平，获得持续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挑战性-阻断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

Cavanaugh等通过元分析，将在工作情境中的压力分为挑战性和阻碍性压力两类。前者指个体自认能够克服、对其工作绩效及个人成长具有促进作用的压力，如工作责任等；后者指对个体的工作目标实现和职业生涯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的压力，如官僚程序等[26]。元分析发现，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个体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负向影响其离职倾向，而阻碍性压力则作用相反[21]。

根据压力的认知交互理论，挑战性压力源虽使个体有压力感，但也能使员工具有自身提升的机会感知，因此员工会提高努力程度或个人能力以积极应对；而阻碍性压力则使员工感觉工作目标的实现与职业发展受阻碍，并难以掌控，员工倾向选择消极应对，因此导致消极的工作态度、甚至放弃努力和提升能力。

国内外实证研究也发现，挑战性压力源会增加个体的工作幸福感[23-25] ，促进学习动机[27]，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行为[28-32] ；而阻碍性压力则有显著负向影响[23-25,28-32] 

由此，本研究认为，面对可以克服并有利于自我发展的挑战性工作压力，员工会有更高水平的生理投入和认知投入，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活力与学习行为；而面对难以克服并阻碍工作与发展的压力，员工则会降低其生理和认知投入，体验到更少的活力与成长感。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有正向影响。

假设1b：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有负向影响。

1.2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个体具有追求心理发展的倾向，需要持续追求满足胜任需求、自主需求与关系需求三种心理需求[33]。其中，胜任需求是指个体完成挑战性工作并达到预期目的，自主需求指在工作中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关系需求指与工作中的其他人建立相互信任、安全、稳定的关系。若外在环境因子有利于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则个体内部动机增强，从而其行为表现和心理健康得到提升；若环境因子阻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个体的内部动机就会减弱，其功能状态和心理健康则受到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内部动机正向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工作投入、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与创新行为等[34-35]。

Lepine等指出，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可通过影响个体工作动机而对工作表现产生影响[36]。此外研究证实，挑战性-阻碍性压力通过影响内部动机间接影响个体的创造力[32]。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适度的挑战能够满足个体的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调动其内在积极性，促使个体更好地投入工作[37]。因此，岗位责任、工作复杂性等挑战性压力有利于满足个体胜任和自主需要，激发其内部动机，从而使其进入充满活力与不断学习、成长的状态。而官僚程序、组织政治等阻碍性压力使个体感到难以克服、并对工作缺乏控制感，阻碍其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的满足，降低其内部动机，从而负向影响其工作活力和学习发展。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挑战性压力对内部动机有正向影响。

假设2b：阻碍性压力对内部动机有负向影响。

假设3a：内部动机在挑战性压力与工作繁荣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3b：内部动机在阻碍性压力与工作繁荣间起中介作用。

1.3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指出，个体心理与行为同时受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影响[17]。组织支持即为员工的重要工作资源变量，是指组织对其员工利益的关注程度。但员工对组织支持程度的认知具有主观性，真正影响员工行为的正是其主观组织支持感。若员工认为组织关注员工利益，基于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会更加努力工作以回报组织[38]。组织支持感现在影响员工的敬业度、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满意度等[35,39-40]。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认为，个体需要个体或是组织资源补给以应对压力。高组织支持感能给予员工积极的情感支持，并减弱压力的消极作用，使员工从生理到心理都保持着一种激活状态，增强工作繁荣。此外，组织支持感还在工作压力与个体消极心理与行为间起调节作用。然而，相关研究对其调节作用的发现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在其中起干扰型调节作用，有研究结果却显示是增强型调节，也有研究未其发现其调节作用[31，41]。因此，考察组织支持感在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工作旺盛间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双因子理论指出，导致员工工作满意或不满意的因子彼此独立。前者主要是与工作自身相关的因子，如成长机会、责任和成就，这些能够促进员工内部工作积极性；后者则是一些能够安抚员工但未必具有动机作用的因子，如工作关系、工作环境和工作稳定性等。Amabile等也指出自我成长、自我满足和新奇兴趣等因子引起的为内在动机，而外在物质报酬等因子引起的为外在动机[42]。本研究中的内部动机主要测量工作本身是否使员工感到高兴、有乐趣，而组织支持感则测量了员工对组织是否关心员工福利和工具性支持等的主观感知，并不影响员工对其工作本身有趣性和意义的评价，而是通过提高员工的回报意识，引发其外部动机，并不影响内部动机。但对于同样水平内部动机的员工，高组织支持感带来的责任与回报意识，会使其更加努力投入工作并不断学习，从而体验更高水平的活力和成长感。由此，组织支持感可以促进内部动机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组织支持感在内部动机与工作繁荣间具有促进作用。感受到高组织支持的员工，其内部动机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更强。

组织支持感通过增强内部动机与工作繁荣的关系，会在挑战-阻碍性压力、内部动机和工作繁荣三者关系间起促进作用，最终促进工作压力与工作繁荣的关系。以往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能够增强挑战性压力与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关系、与离职倾向的负向关系[41,43]。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a：组织支持感在挑战性压力-内部动机-工作旺盛的关系中有促进调节作用。对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通过内部动机中介作用，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正向作用更强。

假设5b：组织支持感在阻碍性压力-内部动机-工作旺盛的关系中有促进调节作用。对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通过内部动机中介作用，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正向作用更强。

综上，本研究建构的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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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假设模型

2研究设计
2.1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对北京、上海、郑州和杭州等地10家科技企业的科技部门员工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408份，有效问卷375份。其中，男性占64.70%，女性占35.30%；18-25岁被试占8%，26-35岁间者占77.90%，35岁以上者占14.10%；62.7%者为大专或本科学历，35.20%者为硕士研究学历；25.90%者工作年限在1-5年间，37.90%者在6-10年间，11-15年者仅占20%。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存在少量缺失值。

2.2研究工具

挑战性-阻断性压力的测量采用Cavanaugh等编制的量表，挑战性压力6个条目，阻断性压力5个条目，前者主要测量员工需要承担的工作量和责任范围等，而后者如不能清楚知道工作职责、期望，均为李克特5点计分[24]。采用张韫黎、陆昌勤翻译的中文版本[44]。本研究中，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Cronbach’α信度系数分别为0.91和0.78。

内部动机的测量采用曾惠璇和戴晓阳翻译的情境动机量表（SIMS）的中文版本内部动机维度，共4个条目，包括“从事我目前的工作，我感到很高兴”、“从事我目前的工作很有乐趣”等，李克特7点计分[45]。本研究中，Cronbach’α信度系数为0.94。

组织支持感的测量采用Eisenberger等（2001）编制的简版8条目量表，包括“单位会考虑我的意见”、“制定决策时，单位会考虑我的福利”等，李克特7点计分[39]。采用徐晓峰翻译的中文版本[47]。本研究中，Cronbach’α信度系数为0.92。

工作繁荣的测量采用Porath等开发[46]、韩翼等翻译的工作繁荣量表中文版[3]。学习与活力维度各5个条目，学习维度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我看到自己不断提高”等，活力维度包括“我充满能量和精力”、“我感觉生机勃勃”等，均为李克特7点计分。本研究中，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0.90。

各量表的整体和维度Cronbach’ α信度系数多在0.90以上，具有良好信度。

3数据分析与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仅为14.09%，未占总变异量（65.56%）的一半，说明数据未受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3.2区分效度分析

采用Mplus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比较一至六因子的模型的拟合指数。由表1可知，六因子模型优于其他模型，χ2/df<3，RMSEA<0.08，CFI>0.90，其他指标也接近判别标准。此外，因子载荷均高于0.50且p<0.01，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能够较好地测量构念。

表1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χ2
	df
	χ2/df
	RMSEA
	SRMR
	TLI
	CFI

	一因子
	5009.90
	527
	9.51 
	0.15
	0.15
	0.44
	0.47

	二因子
	3520.61
	526
	6.69 
	0.12
	0.15
	0.63
	0.65

	三因子
	2775.99
	524
	5.30 
	0.11
	0.09
	0.72
	0.74

	四因子
	1950.25
	521
	3.74 
	0.09
	0.09
	0.82
	0.83

	五因子
	1632.12
	517
	3.16 
	0.08
	0.06
	0.86
	0.87

	六因子
	1332.04
	512
	2.60
	0.06
	0.05
	0.90
	0.90


注：六因子模型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内部动机、组织支持感、活力、学习各为一个因子；五因子模型将活力和学习合并为一个因子；四因子模型在五因子模型基础上将挑战和阻碍性压力合并；三因子模型在四因子模型基础上将内部动机和组织支持感合并；二因子模型将挑战和阻碍性压力合并一个因子，其他四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一因子模型将所有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
3.3相关性分析

由表2可知，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与研究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挑战性压力与内部动机、工作繁荣的简单相关系数不显著。有研究指出，同时出现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时，个体会优先注意具有威胁的阻碍性压力，因此阻碍性压力一定程度上会抵消挑战性压力的影响 [47]。鉴于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存在中度正相关，且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压力对内部动机和工作繁荣的作用方向相反，可能存在效应抵消，需要进行偏相关分析，以研究挑战性压力对内部动机和工作繁荣的影响。偏相关分析显示，挑战性压力与内部动机和工作繁荣均呈正相关（r=0.15，p<0.01; r=0.12，p<0.05）。此外，相关分析显示，阻碍性压力与内部动机、工作繁荣显著负相关（r=-0.34，p<0.01; r=-0.21，p<0.05）；内部动机与工作旺盛显著正相关（r=0.57，p<0.01）。

表2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25
	0.43
	
	
	
	
	
	
	
	
	

	2. 年龄
	2.71
	0.92
	-0.07
	
	
	
	
	
	
	
	

	3. 学历
	3.62
	0.53
	0.03
	-0.07
	
	
	
	
	
	
	

	4. 工龄
	2.83
	1.06
	-0.04
	0.81**
	-0.29**
	
	
	
	
	
	

	5. 挑战压力
	2.68
	0.84
	-0.12*
	0.15**
	0.03
	0.14**
	
	
	
	
	

	6. 阻碍压力
	2.19
	0.78
	-0.10*
	0.06
	0.02
	0.07
	0.50**
	
	
	
	

	7. 内部动机
	4.59
	1.31
	-0.02
	-0.05
	0.10*
	-0.10
	-0.50
	-0.34**
	
	
	

	8. 组织支持
	4.44
	1.05
	0.01
	-0.09
	0.07
	-0.11*
	-0.04
	-0.31**
	0.63**
	
	

	9. 工作旺盛
	4.97
	0.96
	-0.07
	-0.06
	0.15**
	-0.12*
	-0.04
	-0.21**
	0.57**
	0.55**
	


注：n=375，*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3.4层级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方程M4显示，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显著（β= 0.13，p< 0.05），说明挑战性压力水平越高，员工的工作繁荣越高；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负向影响显著（β= -0.28，p< 0.001），说明阻碍性压力水平越高，工作繁荣越低。假设1a和1b得到验证。

方程M2显示，挑战性压力对内部动机的正向影响显著（β= 0.16，p< 0.001），说明挑战性压力水平越高，员工的内部动机越高；阻碍性压力对内部动机的负向影响显著（β= -0.42，p< 0.001），说明阻碍性压力水平越高，员工的内部动机越低。假设2a、假设2b得到验证。

方程M5显示，将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以及内部动机一齐进入方程，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均不再存在显著影响（β= 0.05，p > 0.05；β= -0.05，p > 0.05），但是内部动机对工作繁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54，p < 0.001）说明内部动机完全中介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假设3a、3b得到验证。

方程M6显示，将挑战性压力、阻碍性压力、内部动机、组织支持感、内部动机和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同时放入方程，交互项对工作繁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10，p < 0.001）说明组织支持感在内部动机与工作繁荣之间起调节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且此时，内部动机依然对工作繁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36，p < 0.001），中介效应依然存在。

表3 回归及中介、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分析

	
	内部动机
	工作繁荣

	控制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性别
	-0.03
	-0.05
	-0.08
	-0.90
	-0.06
	-0.07

	年龄
	0.06
	0.04
	0.06
	0.04
	0.02
	0.03

	学历
	0.07
	0.08
	0.12*
	0.12
	0.08
	0.07

	工作年限
	-0.12
	-0.10
	-0.13
	-0.12
	-0.07
	-0.06

	自变量
	
	
	
	
	
	

	挑战性压力
	
	0.16***
	
	0.13*
	0.05
	0.03

	阻碍性压力
	
	-0.42***
	
	-0.28***
	-0.05
	0.00

	中介变量
	
	
	
	
	
	

	内部动机
	
	
	
	
	0.54***
	0.36***

	调节变量
	
	
	
	
	
	

	组织支持感
	
	
	
	
	
	0.33***

	交互项
	
	
	
	
	
	

	内部动机*组织支持感
	
	
	
	
	
	0.10***

	R2
	0.02
	0.15
	0.04
	0.10
	0.34
	0.41

	F
	1.63
	11.10***
	3.40**
	6.40***
	26.76***
	27.79***

	△R2
	0.02
	0.13***
	0.04**
	0.06***
	0.24***
	0.07***


注：n=375，*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3.5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整合分析

使用Process插件在SPSS中采用Bootstrap法对模型整体进行验证。5000次Bootstrap抽样分析结果显示：

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直接影响不显著，β=0.03，置信区间CI =[-0.07, 0.14]，但通过内部动机影响员工工作繁荣的间接正向效应显著，βa×b=0.07，置信区间CI =[0.02，0.13]；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直接影响不显著，β=-0.01，置信区间CI =[-0.12, 0.12]，但通过内部动机影响员工工作繁荣的间接负向效应显著（βa×b=-0.19），置信区间CI =[-0.28, -0.11]。

组织支持感在内部动机与工作繁荣间存在调节作用，β=0.06，置信区间CI=[0.01, 0.11]；挑战性压力通过员工内部动机对其工作繁荣的间接影响受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index=0.01，置信区间CI=[0.01, 0.43]。不同水平的组织支持感下，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见表4。但阻碍性压力对通过内部动机影响员工工作繁荣的间接影响未受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未得到检验，index=-0.04，置信区间CI =[-0.09, 0.04]。

Bootstrap分析再次验证假设1-4，并假设5a得到验证、假设5b未得到验证。

表4不同组织支持感水平下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间接影响
	组织支持感
	Effect
	BootSE
	LLCI
	ULCI

	低
	0.05
	0.02
	0.01
	0.11

	中
	0.07
	0.03
	0.02
	0.13

	高
	0.08
	0.03
	0.02
	0.16


注：低组织支持感取值为均值减一个标准差，中值为均值，高值为均值加一个标准差。LLCI为置信区间下限，ULCI为置信区间上限。

4研究结论与讨论

工作旺盛能够使个体到朝气蓬勃、不断成长，工作绩效及创新水平更高。然而，关于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影响、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并不充分。本研究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和工作要求-资源（JD-R）模型，实证分析了挑战性-阻断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工作繁荣的影响及其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小于阻碍性压力的负向影响；（2）挑战性和阻碍性压力通过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影响工作繁荣；（3）内部动机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受到组织支持感的正向调节；（4）组织支持感可以促进挑战性压力通过内部动机对工作旺盛的正向影响，而阻碍性压力通过内部动机对工作繁荣的负向影响不受组织支持感调节。
4.1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工作繁荣的个人成长整合模型指出，信息共享等组织变量会影响个体工作繁荣 [5]，但未涉及工作压力因子是否会及如何影响工作繁荣。本研究基于压力认知交互作用理论提出工作压力对工作繁荣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两类压力作用相反，并得到数据支持，丰富了工作繁荣的影响因子研究。

其次，研究发现，挑战性压力对个体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阻断性压力则产生负向影响[21-24,30-32,47]。但也有研究发现，不论挑战和阻碍性压力均会导致情绪衰竭 [48]、心理紧张和离职意向[49]。但关于挑战和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发现，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影响相反，挑战性压力并没有导致员工活力和成长感下降，而阻碍性压力则会降低其工作繁荣。这说明“有压力就有动力”、“压力产生活力”和“在压力下求发展”等观点有其片面性，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工作压力，再次验证了压力源的二分结构，并拓展了挑战-阻碍性压力的结果变量范围。
再次，工作中个人成长整合模型指出，情境因子通过提升员工的归属感、自治感和胜任感，而促进其工作繁荣，最终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积极性和身心健康[4]。本研究证实，挑战性压力确实能够满足企业科技人员的自治感、胜任感，并激发其内在动机，从而提升工作繁荣。这一结果既明晰了工作压力对工作繁荣的作用路径，也验证了工作繁荣的个人成长模型。而且，本研究发现，基于内部动机的中介作用，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间接正向作用远小于阻碍性压力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与基于内部动机视角的挑战-阻碍性与员工创造力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32]。这提示日常管理中不仅要考虑挑战-阻碍性压力对企业科技人员心理与行为影响质的不同，同时也要考虑两者影响量的差异。

最后，以往工作压力对个体消极影响的相关研究中，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存在不一致的结果，既有研究发现其起干扰型调节、增强型调节、也有研究未其发现其调节作用[41]。本研究证实，组织支持感能够增强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间接效应，而对阻碍性压力与旺盛感的间接效应不具有调节作用。以往有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能增强挑战性压力对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对离职倾向的负向影响，但不能调节阻碍性压力与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的关系[43]。这一结果有助于明晰工作压力对工作繁荣影响的边界条件、澄清组织支持感在两类工作压力作用过程中的不同影响。

4.2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企业科技人员的管理工作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内部动机的负面影响远远高于挑战性压力的促进作用，当同时感受到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时，个体会优先注意具有威胁的阻碍性压力，导致阻碍性压力一定程度上抵消挑战性压力的正向影响。因此，组织应当重点通过管理制度改革和组织文化建设等方式低官僚程序、组织政治和角色模糊等因子导致的阻碍性压力，以降低其对企业科技人员内部动机、工作活力和学习提升等的负面影响。

其次，虽然效果较弱，但挑战性压力确实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员工的内部动机和工作繁荣。因此，组织可以通过工作设计适当加大员工的挑战性压力，如加大岗位责任和工作挑战度，以激发企业科技人员的内部动机，使其感到工作充满乐趣，进入充满活力与不断成长的状态，从而提升其绩效表现。

再次，鉴于内部动机对工作繁荣的影响，组织在制度设计和日常工作中要通过授权、扩大员工自主性等方式满足员工的胜任、自主和关系需要，提高其内部动机，提升企业科技人员的活力及学习状态，最终提升组织的活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良好的组织支持感能够促进挑战性压力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增强内部动机与工作繁荣的正向关系。因此，组织在提升挑战性压力时，应同时通过员工援助项目、组织文化建设营造支持性的组织氛围，增强企业科技人员的组织支持感，两者结合具有更好效果。

4.3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所用数据均来自员工的自我填答。统计检验显示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后续研究应尽量采集多源数据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影响。其次，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设计，后续研究应采集多时间点数据检验变量的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测量了员工组织支持感，而非客观的组织支持。Algera的研究表明，个体主观感知的组织特征本身与客观特征中度相关[50]。正是个体主观感知影响其工作态度与行为。因此，使用员工的主观支持感数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后续研究可以将组织支持感数据汇集到组织层面，采用跨层研究，进一步检验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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